
永远的怀念——沉痛悼念恩师李忠教授 
 

李   伟 

 

12 月 17 日中午，突然看到周泽民同志发来的微信“沉痛哀悼伟大的李先生”，

我当时就懵了。虽然这条微信已经说的非常清楚，同时我也知道李老师的身体一

直欠佳，但是，我还不能接受这个消息。赶忙问周“李老师怎么了？”同时打电

话给阿姨小肖。听着小肖的哭诉，我赶忙问，怎么还能再看李老师一眼。他告诉

我，李老师离开家时，工作人员说，这期间不能去看他。我才彻底正视，李老师，

我尊敬的先生，把我“拉”进科研队伍的导师，我科研、教学、教改的领路人，

真的走了。从 1982 年到今天已 40 个年头。40 年来，先生对我的关心、教诲与

支持，是无法用文字表述的。但是，我还要写，否则我无法解脱。特别是，从我

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更看出他伟大的人格与优秀的品质。 

1982 年 9 月，我幸运地接到北京大学接受我去北大进修访问的通知书。报

道后，数学系王卫华老师（后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他是我中学老师的同学）告

诉我：“你很幸运，让李忠老师带你，他是一个学问人品都很好的人，是系里的

后备力量。”我非常兴奋，拿着数学系教务发的三份合同（或协议，记不清了）

书，找到李老师，他在“指导教师”一栏签了字，并对我提了一些具体要求。从

那以后，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 

虽然我不是他的研究生，但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第一届研究生刘杰、刘耀武

还未跟着他，所以他在我身上投入很多，要求也很严。我跟着 82 级学生听他的

“数学分析”课，他要求我不能随便缺课，不仅要听大课，还要听习题课，并安

排讲习题课的张新民老师改我的本子。他对习题课很重视，每次习题课的内容都

由他与两位习题课教师一起讨论确定，并要我也参加。82 级第一学期期中考试，

他要我必须参加。临近期末，我因家中有事需要提前回家，但他要我提前进行期

末考试。在函数论教研室他亲自监考我一个人（用的是 82 级学生即将考试的正

式考题）。他还要求我必须参加教研室、数学系举行的教职员工的政治活动。可

以说，严格要求包括到各个方面。 

但是，他对我的关心也同样涵盖各个方面。他的课是在东大门的二阶，几乎

他每次下了课都是推着自行车与我一起步行到一院的数学系，一路上先问我听课

有什么问题，每次我都会向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本次课或在其他地方我所存在的疑

问。有时也问我生活中是否有问题，还曾专门到我住的 25 号楼去看我。83 年元

旦前夕，他对我说，他在瑞士时认识的一个朋友要来他家玩，要我也去。我感到

与客人不熟，试图谢绝，但他没有商量余地的要我一定去。李老师喜欢吃饺子，

那次吃饺子合面擀皮都是他，周老师准备了沙拉等下酒的菜。他与客人聊起在瑞

士的有关事情，一顿饭我们吃的好不热闹。 

他对我的学习更是特别关心。我与他的所有研究生不同，作他的研究生目的

就是要跟他学习、搞研究。但我是被他“拉”进科研队伍的。 

我是 1966 年高中毕业，文革推迟高，这一推就是 12 年。1977 年第一次恢

复考试，重点大学都比着卡年龄，我报考北大数学系的志愿也成了泡影。所以

30 多岁的我已把从幼年就对数学的爱、希望能在数学上做点事的愿望埋藏起来，

能做一个好的数分教师成了我的第一理想。没想到，通过近两个多月与他的接触、

请教，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李伟，你爱动脑子，你做件事吧”。原来他要我在



现有实数定义（戴德金分割及柯西列）基础上再给出一种新的定义——用无穷小

数来定义实数。说“无穷小数是实数”容易，但证明它对运算的封闭性与完备性

却是比较困难的。我稍微礼节性的客套一下后就高兴地答应下来。最后终于在他

的指导与帮助下完成了。他看完后很高兴，说整理出来，投《数学通报》吧。可

能这样的文章对《数学通报》不太合适，所以他们没采用，后来在我们学报发出

了。没想到的是，这个工作竟是他对我的一次实战考察。有一天，他对我说，“你

跟着我搞科研吧？”我一听简直懵了，我已熄灭的愿望还能实现？我简直不敢相

信，心脏跳的厉害，结结巴巴地问他“我行吗？”他说，“行，你肯动脑，有想

法，以后可以搞些研究。高校教师不搞研究怎能提高？”他接着说，“下学期北

京工学院（即现在的北京理工大学）请我给他们讲拟共形映射，你跟着去听。这

里边还有个题目比较有意思，到时候你做做。”对从小就喜欢数学的我来说，激

动之情难以言表。所以，我是被他“拉”进这支队伍的。后来我就为此做准备，

在听张南岳老师的“复变函数”时遇到了函数论教研室的刘勇老师。当他得知李

老师对我的安排后，就说他也想去听，我让他去找李老师。李老师当然答应。从

此，我与刘勇有了长达五六年的合作。成了莫逆之交。 

寒假后开学，我与刘勇每周一次跟着李老师去北工听课。第一次课，一个能

容纳六七十人的教室里座无虚席。一次课下来，他们才知并不好玩，第二次课就

只剩下北工的研究生与几位老师、刘勇与我。印象中还有一位北师大的女老师，

年龄大概有 50 多岁。我感到我听这门课所具有的“已知”不够，所以难度不小。

但是，别人可以不听，我不能不听。不学怎么跟李老师搞研究？再说，李老师要

求很严，他有言在先，结课时要考我的，要填入我的成绩单的。我与刘勇每次都

是上午去听课，下午我们两个就讨论这次课的内容。最后，总算通过了他的考试，

给了个“良好”的成绩。暑假后开学不久，李老师把我与刘勇叫到函数论教研室，

他要给我们布置题目，就是他一开始对我说的“有意思的问题”。是将拟对称函

数扩张为上半平面到上半平面的拟共性映射（Beurling—Ahlfors 扩张)的伸缩商的

估计问题。当时有些人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做出了不少结果。国内也有人做这件

事。李老师曾经为此在《数学学报》发了两篇文章，指出现有人证明的错误，并

给出了估计（在我开始做这件事不久，就看到复旦陈记修老师的一篇，另外复旦

一位可能是性谭的研究生也有文章给出估计）。当时的做法大都是对伸缩商的上

界给与降低，李老师不仅改进了对上界的估计，而且第一次对下界做出估计，为

找到伸缩商的精准值开辟了正确的思路。李老师要我们从降低上界、提高下界去

改进，他并给了一个思路。这个工作对初出茅庐的我来说困难很大。按他的路子

做了好久也没有进展。后来我想从另外的路子去试试。在征得李老师的批准后，

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给出了 Beurling—Ahlfors 扩张的伸缩商是实轴到

实轴的  拟对称函数伸缩商的 2  倍。李老师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对我们得到

的结果也比较满意，期间他曾领着姜伯驹教授到函数论教研室，他给姜教授介绍

了这个工作，也让我简单做了汇报。为什么姜伯驹教授对此有兴趣，我就不得而

知了。李老师要我们整理投稿。他强调，一定要以我与刘勇的名义写，千万不要

写他的名字。他说，如果写上他的名字，对我们就没用了。我只有在文章的最后

“鸣谢”了。这本是他给的题目，又是在他指导下完成的，为此他付出了很多心

血，却一定不署名。当下那些剽窃别人成果的人与李老师相比，应该无地自容。

需要说明的是，后来发出的文章与我前面说的大不相同。因为文章刚刚投出，李

老师听说国外已经有人发文，对上界的估计做出来了与我们相同的结果。他要我



赶快去查找资料。结果是真的，我们又把文章要回，删去其中的对上界的估计。

根据李老师的意见，原文就近投到《数学进展》，《科学通报》做了中英文介绍。 

后来，大概是刘杰与刘耀武结束了基础课的学习，正式来到李老师身边，李

老师组织我们几个成立了一个讨论班，读他布置的文章，然后报告。84 年暑假，

全国复分析会议在庐山召开，李老师带我与会做了汇报，从此我加入了这个行列。

1984 年 5 月我离开北大回原单位工作，科研的条件全不具备。于是，我每个暑

假来北大，查找资料与刘勇一起讨论，然后给李老师汇报。每年下半年我都把我

的课压缩时间跨度，抽一段时间来北大。就这样又做了些工作。九十年代后，我

单位的几位教师的需要，我在我们系组织了一个讨论班，经李老师允许，就近请

山东大学仪洪勋教授指导，在值分布上做些工作。虽然在科研上与李老师联系较

少。但是我们之间的联系从未间断。一直得到他的指导。 

还有一件事值得回忆。那就是李老师是在我国推广复动力系统的先驱。事情

是这样的。1986 年暑假的复分析会议上（应该是贵阳会议），我听张学莲老师说，

李老师与数学所吕以辇老师计划到我们那里（山东菏泽）举办一个复动力系统讲

习班，我做筹备工作。我听后就去找李老师。他证实了这个消息。我当然无任何

条件答应。在我所在系大力支持下，我们做了必要的筹备，发通知前我专门到北

京商谈具体事宜。李老师担任系主任，非常忙，他让我与吕以辇老师具体商榷。

本来一切进展顺利，万万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大概在 1987 年 4 月初，根据会

议报道时间，在李老师与吕老师要动身之际，钟家庆教授突然在美国逝世。这件

事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更给中科院及数学所带来很多具体工作。吕老师作为函

数论研究室负责人，又与钟教授是同学，理所当然的要亲自处理有关后事。可菏

泽的会议已开始报道，只有李老师先来。但由于要讲一门复动力系统，时间教长，

每天上下午都讲，李老师一个人怎吃得消？幸好李老师夫人周老师是做实动力系

统的，李老师离京后周老师对家与工作稍作安排就赶忙来救驾。夫妻二人完成了

在我国首次传播“复动力系统”的任务。为这一分支在我国的开展做了开拓性、

奠基性的工作。 

李老师在这样紧张忙碌的工作中仍然关心初等教育。菏泽一中校长听说北大

数学系主任在菏泽，就联系我，想请李老师给他们做个报告。李老师这么劳累我

怎敢答应，就与李老师汇报，李老师欣然接受。于是，这边由周老师讲动力系统，

我又陪同李老师到菏泽一中做了一次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后来我调入天津科技大学并担任理学院院长。理学院承担全校的数理化基础

课的教学，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全校，加之高校扩大招生，生源质量严重

下降。我感觉必须下大力气抓教学质量。所以我把重心转移到教学改革的探索与

实践。这也正是李老师关心的问题，所以从此我们见面必谈教改，有时在电话中

也谈。李老师对近年来《数学分析》内容的扩张非常不高兴，几次对我说。他与

方丽萍同志合作写了一套《数学分析》，我参加了高教社组织的该书的定稿会。

该书言简意赅，思路清晰，是一套很好的教材。李老师非常重视“思想”的教学，

这点对我影响很大。多年来我一直在探索用人类的认知规则指导微积分的教学，

收获颇丰。李老师重视数学文化的传播，在他的《高等数学》中有不少“历史的

注记”，我把他的这一做法用在了我的《高等数学》中，受到读者的欢迎。他很

注重传播教学改革的思想。大概在 2006 年（或 2007 年），天津市数学会常务理

事会开会商讨召开天津数学会年会事宜。会议决定由我校来承办，理事长龙以明

院士要我推荐请专家与会的人选。我不加思索地就出请李老师，大家都知道李老

师，所以一致同意。龙以明院士让我先给李老师联系，李老师同意后他再给李老



师打电话。当然，李老师来到天津，做了一个主旨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与李老师认识 40 个年头，这期间可以说无话不谈。他经常聊他童年、少年

的经历，所受的苦难，也通过数学界的一些事告诫我如何做人与做事。李老师对

我的关怀与指导数不胜数。我退休后在北京安了家。我每年都几次去看望他。但

有件事是我终身的遗憾。李老师八十大寿前夕，他给我打电话说，他 80 岁生日

就要到了，几位学生、朋友筹备庆贺一下。他说如果我有时间希望能参加。可巧

的很，我已办好了出国的事宜，即日就要动身。李老师听后要我一定不要改变计

划，回来我们再单独聚。于是我赶快订做了一个玉屏风摆件，上面刻着“师恩难

忘”，从国外回来就带着礼物去看他。李老师对这件礼物比较满意，一直与他的

照片一起摆放在客厅显眼的位置。 

大概是糖尿病的缘故，近几年他消瘦较快，从去年就下不了床。我看他情绪

不是太好，就安慰他，他说“我今年 84 呀！”言外之意，是传统的大忌之年。而

且去年每次看他都会说这句话。我虽然安慰他，但也一直祈祷上帝多多保佑。李

老师逝世前的几天，我手头的工作刚刚结束，几次考虑何时去看望他，是现在还

是春节？没想到一时犹豫再也无法挽回！无比悔恨！只有祝愿先生一路走好！ 


